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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的“土司”书写与①

明代“西番”疆土分治下的土官系统

邹立波

(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成都 650065)

【摘 要】《明史》首次在官修刊行的正史中专设土司列传，却选择性地仅将明代部
分“西番”土官归为“土司”。原因是万斯同、王鸿绪等清初纂修者修订稿本时深受明
中叶以降史书对“西番”疆土隶属关系记载的影响。“西番”被析分三大板块是明初
在“西番”建政立制过程中因袭、调整元代政区旧制的直观体现，“羁縻”土官被清初
纂修者排除“土司”行列。由于明初地方政治实践的差异，陕西、四川都司卫所辖治的
“西番”土官被纳入不同的军政管理体系，成为清初官修正史界定“西番”土司的深层
次原因。到明代后期，“西番”疆土分治局面逐步打破，时人认知观念中“土司”地理
空间分布发生变动。概念运用的考察需注重历史文献语境，以及不同区域的地方政
治实践;土司概念认知的生成过程或成为与制度史研究互补的一个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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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制度作为我国边地一种长期的政治实践，在不同时期和地区各有特色，明代是其推行和

实施的重要阶段。“土司”一词主要指管理边地事务的非流官机构和职官，产生于明代后期，到
清初逐步普及，大量出现在官修典册、方志笔记中，入正史列传。这是近代以来土司研究的基础，
而“土司”与“土官”、“文职”与“武职”的概念、性质和分类等则构成该领域的重要议题。① “西
番”是土司制度实践的一个典型，在明代史书中有过不少记载，接续了元代旧制的同时又有创设
和发展。“西番”一词可理解为对宋元至民国时期以今藏地为主的区域及聚居于此的藏族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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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少数民族的统称。
关于明代“土司”与“土官”的探讨，学术界虽然从其名称由来到史料中的词频统计、内涵演

变、史传分析等①都有涉及，但是对概念运用的历史文献语境与边地政治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有
所忽略。通过分析“西番”土官系统的分类界定及其疆土隶属关系，尤其是各类明史文献的文本
继承致使《明史》只将部分“西番”土官归入“土司列传”等问题，本文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更近一
步，以期为理解明代“土司”概念和疆土管理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观点。

一、《明史》“西番”土司相关内容及其依据

“西番”之称始于南宋，为元明时期沿用，大致包含地理、族群两层内涵。明初实录提及“西
番”或“西蕃”“土蕃”等多见于明廷经略西北河州、洮州、岷州等地的史事中。到明代中后期，各
类著述对“西番”的方位、族源表述已较为固定。晚明成书的《潜确居类书》集众家之说称: “西
番，即唐吐番，一名乌思藏，在陕西之西南，四川之正西，云南之西北。其先本羌属，凡百余种，散
处河湟江岷间。”②作为地理名称，明代西番以乌思藏、朵甘等地为主，大体与今青藏高原空间范
围重合，因而其疆土隶属与陕、川、滇等较为密切，尤其前两者。本文讨论的“西番”也侧重隶属
或毗邻陕、川的区域。
今人研究常有以后世认知观念叙述界定前代史事的倾向。明代的“土官”与“土司”与今人

通常理解的不同③，明代典籍普遍以“土官”统称土职，“土司”一词则晚至嘉靖年间才出现④。今
人约定俗成地以“土司”泛指明清时期管理边地事务的独特机构或职官，但明代、清代对“土司”
的解释却不可等同。诠释“土司”的内涵需考虑历史文献的时代语境。
《明史》在正史中首次为土司专设列传，内容涉及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行省，其中

“四川土司诸境，多有去蜀远去滇、黔近者”⑤。四川与云南、贵州、湖广交界的诸土司辖地联为一
片，构成明代西南边地土司的主体。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董卜韩胡宣慰司等为明清武职土
司，未列在“四川土司传”内，而与明代封授的三大法王、五大教王等一同列入“西域三”篇。这与
《清史稿》称“四川边境寥廓，历代多设土司以相控制”⑥，并将天全六番招讨司、穆坪董卜韩胡宣
慰使司( 即董卜韩胡宣慰司) 、明正宣慰使司( 即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 等土司内容并入四川土
司传的做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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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地理志、兵志所列西南四川都司辖治土官的构成，与土司列传记载的土司相符。类
似情形也见于西北河、洮、岷等区域。《明史》无陕西土司列传，地理志、兵志未列陕西都司、陕西
行都司卫所辖治土官，又将“西番诸卫”列“西域二”中。《清史稿》纂修者对此疑惑不解:“甘肃，
明时属于陕西。西番诸卫、河州、洮州、岷州番族土官，《明史》归西域传，不入土司传。实则指挥
同知、宣慰司、土千户、土百户，皆予世袭，均土司也。”①故将其一并列入甘肃土司列传。
今人不察，或以为明清两代土司分布大致吻合，隶属或毗邻陕、川的“西番”区域②。但从文

献语境看，《明史》有关西番土司内容仅见于四川土司传松潘卫、建昌卫、茂州卫等篇章，又专列
天全六番招讨司等。纂修者笔下的西番土司有明显区域性。
官修正史内容多出自前朝旧章史册。清人纂修《明史》始于顺治二年( 1645) ，终稿刊印于乾

隆四年( 1739) ，先后形成万斯同《明史》、王鸿绪《明史稿》和张廷玉《明史》等文本③，后出文本大
多因袭前修。清代官修《明史》专设土司列传是在康熙十八年( 1679) 重开明史馆后，初时万斯同
以《蛮司合志》为底本; 但刊行本则大致基于雍正元年( 1723) 定稿的《明史稿》，其中土司列传、西
域传体例内容基本沿袭王鸿绪的《明史稿》。
自康熙十八年起供职史馆的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曾在议定纂修体例时指出:“土司之承袭，顺

者有勤王之举，反侧者兴征讨之师，入之地志则不能详其事，入之官制则不能著其人，宜何以

书。”④其遂有“劝立土司传，以补前史所未有”的倡议，又推荐嘉靖中叶辑录的《土官底簿》作为
参考史料，声称“毛检讨大可是予言，撰《蛮司合志》”⑤。“毛检讨大可”即负责撰写土司传的翰
林院检讨毛奇龄。《蛮司合志》被《四库提要》称为“修史之本”，体例以“布政司所辖为纲，体类
方志，颇乖纪事之范”⑥，分述湖广、贵州、四川、云南、两广等地土司史事。《蛮司合志》载录土司
所属布政司一级政区与《土官底簿》完全一致，当是受后者影响。万斯同《明史·土司传》体例、
内容对比《蛮司合志》只是略有删改，将湖广、贵州合成了一卷。同一时期翰林院检讨尤侗撰写
《外国传·西番》是清代官修明史过程中首次为“西番”立传。万斯同《明史》所列《外蕃传三·
西番》除补录若干史事外，与尤侗《西番》内容并无二致。⑦

王鸿绪《明史稿》与万斯同《明史》在西番、土司列传体例和内容上却存在很大差异。《明史
稿》专列《西宁河州洮州岷州诸卫番族》( 张廷玉《明史》更名为“西番诸卫传”) ，又为三大法王、
五大教王、朵甘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董卜韩胡宣慰司等单独立传，统一
列于“西域三”中。有学者认为，官修《明史》关于“西番”书写转变与清初西藏重要性凸显、时人
对藏族地区认知提高有关，反映出明清之际“西番”概念的变动。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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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荫: 《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2年版，第 57—63页; 陈庆英: 《明代甘青川藏族地区的政治述略》，《西
藏研究》1999年第 2期。
姜胜利主编: 《〈明史〉研究》第 10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年版。
〔清〕朱彝尊: 《曝书亭集》卷三二《史馆上总裁第一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 257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第 11页。
〔清〕朱彝尊: 《土官底簿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 35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第 420页。
〔清〕毛奇龄著，杨东甫、杨骥校注: 《蛮司合志校注》，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第 295页。
〔清〕尤侗: 《〈明史〉外国传》卷六《西番传》，徐蜀编: 《〈明史〉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76—880页;《明史》卷四一五《外蕃传三·西番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版，第 647—652页。
马文忠: 《清官修〈明史〉对“西番”的历史书写》，《中国藏学》2022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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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修《明史》分类专责纂修且历时长久，编纂者史观有别，甚至相互龃龉，拈派后分别撰写，
往往会前后抵牾、重复漏脱等。康熙二十三年( 1684) 新任《明史》馆监修徐元文延聘万斯同参与
修史。以布衣身份入馆的万斯同将纂修过程描述为:“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之
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耳。”①尽管如此，万斯同审订、统合史稿，只能以各编纂
者所撰史稿为底本，在康熙二十九年( 1690) 左右仓猝完成初稿，成 416 卷《明史》，但“其书缺而
不全，涣而不一，稿虽就而未敢以进”②。康熙三十三年( 1694) ，王鸿绪受任《明史》馆总裁，修订
万斯同主持编成的《明史》稿本。万斯同受王鸿绪延请参与审定列传初稿，赓续未竟事业，在纂
修《明史稿》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传目由万斯同拟定，“建纲领，制条例，斟酌去取，讥正得
失，悉付斯同典掌”③。他一直主张史料依据以实录为主的纂修原则，立传则“各从其类”，以“类
叙”为主。这些均得到王鸿绪等的认可与遵循，并载入修史条例。④ 因而《明史稿》定稿中土司、
“西番”的内容主要依据《明实录》等重新撰写而成，与毛奇龄、尤侗主要取材于方志、笔记、典章
等有所不同。
万、王等或注意到毛奇龄的《蛮司合志》纪事杂乱、分类不清，且与尤侗《外国传·西番》存在

分述或重复四川西番的内容。两者都涉及松潘卫、建昌卫、茂州卫、天全六番招讨司等，但各有侧
重或详略有别。为使其“各从其类”，《明史稿》对“西番”的分类大幅调整，大致划入“西域二·
西宁河州洮州岷州诸卫番族”“西域三”和“四川土司传”等列传中。
通过万斯同《明史·外蕃传·西番》和尤侗《明史·外国传·西番》对明代在“西番”所设军

政机构的概述，可见新旧版本对土司的分类差别有所反映。
按西番都指挥司二: 曰乌思藏、曰朵甘; 指挥司一: 曰陇答; 宣慰司三: 曰朵甘、曰董卜

韩何、曰长河西鱼通宁远; 招讨司六……千户所十七……并洪武初置。其后增设招讨司有曰
直管，安抚司有曰别思寨、曰杂谷、曰长宁; 长官司有曰杂道、曰达思蛮; 又有加渴瓦寺、金川
寺、韩何碉怯列寺……自洮、岷、阶、文、西固，南达松茂，族种甚繁……而松茂间东西阻河，列
寨四十八有八，殆不胜纪焉……⑤

尤侗提及纂修《明史·外国传》时“考《会典》《一统志》所载，暨《西域记》《象胥录》《星槎》
《瀛涯胜览》诸书”⑥。《会典》《一统志》《象胥录》分别指《大明会典》《大明一统志》和《皇明象胥
录》。上述引文应是直接抄录明末成书的《皇明象胥录》⑦，其余官私著述也应都在万斯同《明
史》参考之列。
明代史书对西番疆土管理及其隶属关系的记载较为翔实、清晰，万历十五年( 1587) 重修《大

明会典》引《弘治间凡例》便明确指出:
土官衙门，属吏部者，列于府州县之次; 属兵部者，列于卫所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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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方苞: 《万季野墓表》，《方望溪全集》卷一二《墓表》，中国书店 1991年版，第 164页。
〔清〕杨椿: 《孟邻堂文钞》卷二《再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2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25页。
〔清〕钱林: 《文献征存录》卷一，《清代传记丛刊·学林类八》，明文书局 1985年版，第 80页。
朱端强: 《万斯同〈明史〉修纂思想条辨》，《南开学报》1996年第 2期; 黄爱平: 《王鸿绪与〈明史〉纂修———王鸿绪“窜
改”“攘窃”说质疑》，《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 1期。
《明史》卷四一五《外蕃传三·西番传》，第 651页。
〔清〕尤侗著，杨旭辉点校: 《尤侗集》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版，第 864页。
〔明〕茅瑞征: 《皇明象胥录》卷八《西番》，《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 10册，北京出版社 1997年版，第 6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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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等土官归入了外蕃或西域列传，而非土司列传。换言之，《明史稿》据明代史书所载西番疆土
分治关系，认为“羁縻”土官不应被视为土司。
明代史书对西番疆土隶属记载的变化反映了明初朝廷在青藏高原策略性施政的演进。元明

更迭，蒙古势力退居关外，明朝势力在洪武二年( 1369) 进入西北，介入并着手接管西番地区，多次
遣使宣谕中原易主并招抚各政教势力。为完成西番疆政平稳过渡，明初直接接收和改编了元代
的旧有政教建制。元代封授的西番各级职官、举凡进贡者皆赐予职衔，得到明廷正式认可和封
授。到洪武八年( 1375) ，明朝已基本完成西番建政立制。①

明初继承元代在西番施政旧制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因袭政区划分。洪武七年( 1374) 七月，明
朝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于河州( 今甘肃临夏) ，总辖河州、朵甘、乌思藏三卫，之后又升朵甘、乌思
藏二卫为行都指挥使司。西安、朵甘、乌思藏三个行都指挥使司大致对应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
元帅府( 朵思麻) 、吐蕃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 朵甘思) ，以及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司
都元帅府( 乌思藏) 等吐蕃三道宣慰司。不过，明廷对元代吐蕃三道宣慰司的职权隶属、管辖区
域有两点重要调整。
一是洪武二十六年( 1393) 由西安行都指挥使司改设的陕西行都指挥使司迁至甘州后，朵甘、

乌思藏二行都指挥使司改归明廷直接管辖，不再是五军都督府下的羁縻都司。② 明代治边者以
唐代吐蕃边患为鉴，秉持“守中治边”“守在四夷”原则，如多次强调“岷山，全蜀巨屏，实天设险，
以限华夷者也”③，倾向依凭“山川天险”、固守“边徼藩篱”的羁縻治边策略。《元史·百官三》对
吐蕃两路宣慰司的记载可以清晰看出各宣慰司统辖区域及职衔品阶的高低;《明史·兵二》对朵
甘、乌思藏等处的记述则以职衔为单位，将两处职官衙署混在一起，无法看出辖治范围和隶属关
系，《明史·西域三·朵甘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更是将两者史实杂糅。实为朵甘、乌思藏行都
指挥使司地位下降，名义上辖治各政教势力但并无实权。
二是明初将元代划归吐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府的部分西番区域重新划归内地行省管辖，统

属于都司卫所。元至元二十年( 1283) ，河、洮、岷等地向南经松茂至黎、雅一线的狭长地域脱离内
地行省辖治，统归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④ 明初为控驭西番，又将此南北一线地区作为缓
冲依远近划入川、陕。改隶区域在短期内或设卫所隶属都司，或设州县属布政司，后划归川、陕都
司卫所统辖，如天全六番招讨司设于洪武六年( 1373) 直隶四川布政司，洪武二十一年( 1388) 改
隶四川都司⑤。洪武后期又在南北缓冲区两端各设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四川行都指挥使司作为
补充，完成内地行省与西番羁縻区域过渡地带卫所体系构建等军政部署。明永乐以降西番疆土
分治的局面基本被保留沿用，与“多封众建”“隔断羌戎”治藏政策相辅，逐渐影响和塑造了明人
对其隶属关系的基本认知。

①

②

③

④

⑤

石硕: 《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41—251页; 沈卫荣: 《元明两代朵甘思灵藏王族历史
考证》，《中国藏学》2006年第 2期。
邓锐龄: 《元明两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 1989年版，第 46—48页; 梁志胜: 《洪武二十六年前的
陕西行都司》，《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 3辑。
嘉靖《四川总志》卷一六《经略下·边备》，《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42 册《史部·地理类》，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第 318页。
《元史》卷六〇《地理三》，中华书局 1976年版，第 1434页。
《明史》卷四三《地理四·四川》，第 10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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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代“西番”边地政治实践过程中的土官与土司

明代经略西番沿袭元代旧制的同时创设革新，因循职官旧称并赋予新的政治内涵。“土官”
是元代施政过程中采用“参用土人”政策而零星出现的职官泛称。元代土官并无土流或文武之
别，只是一种对职官的补充; 明人因袭和泛化了“土官”的概念，作为与内地流官相对的职官称
谓。① 明代土官则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土官泛指“四夷”如交趾、朝鲜等地的职官，与明廷
直接任命的“中原”流官相对。但土官并非完全世袭，例外有交趾土官等; 也有过汉人当职，如西
宁卫土官陈子明等。狭义的土官则指《土官底簿》载录的文职土官。②《大明会典》“土官承袭”
条称:“土官承袭，原俱属验封司掌行。洪武末年，以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官，皆领土兵，改隶
兵部。其余守土者，仍隶验封司。”③《土官底簿》恰反映了明代土官归隶吏部、兵部的文职、武职
的分类标准，这也引发了学术界关于是否以文职、武职划定土官、土司的争议。
制度设计与政治实践常常存在偏差，《大明会典》中的制度规定是否曾真正落实需要具体地

方政治实践的判定。其中提到，“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宣抚、宣慰、安抚、长官隶布政司者，见
此，其不隶者，见兵部”④，亦即宣慰、宣抚等武职职官在地方可隶属于文官系统的布政司。这一
点在《明史·四川土司》中也能充分印证。对于土司文武职官从中央到地方隶属关系的紊乱，
《明史·土司传》归因于明代中叶吏治败坏，称:

天顺末，许土官缴呈勘奏，则威柄渐驰。成化中，令纳粟备赈，则规取日陋。孝宗虽发愤
厘革，而因循未改。嘉靖九年始复旧制，以府州县等官隶验封，宣慰、招讨等官隶武选。隶验
封者，布政司领之; 隶武选者，都指挥领之。于是文武相维，比于中土矣。⑤

但万历时人沈德符曾称，川、滇、黔土司不论文职、武职皆有隶属兵部或户部的，如:“四川宣抚
司三，一属户部，二属兵部，长官十六司属户，廿九司又属兵，何也?”“当以守土管军民者与掌兵不同
耶?”⑥这表明嘉靖年间规复旧制效果并不理想。对此，黄云眉意识到需要考虑地方政治的运作实
态:“沈氏言文武土官所隶无准，与史不同，岂当时以为土官究与中土不同，但求便于事势，隶文隶
武，不必以本官为拘，以致沿用既久，名实违舛。”⑦换言之，以文、武职区别土官乃至作为划分土官
与土司的依据有一定道理和史料支撑，但并非划一的标准，也不能反映明代土官系统的全貌。
“土官”泛指明代整个西番区域内的土著世袭职官群体。据《明实录》统计，土官主要指称来自
陕、川都司卫所辖治或比邻的西番世袭职官;指称乌思藏、朵甘等地世袭职官的史料记载较少，或因
永乐以来乌思藏、朵甘等地朝贡者以僧人为主，且明廷同毗邻内地的西番片区的政治互动更为密切。
明初承袭元代政区划分，乌思藏、朵甘等地土官，包括清代纳入土司之列的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董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武沐、王素英: 《元代只有土官之名没有土官之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 1期。
《土官底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 35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第 331—420页。
《大明会典》卷六《吏部五·验封清吏司》，《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 789册，第 113页。
《大明会典》卷一六《户部三·州县二》，《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 789册，第 269页。
《明史》卷三〇〇《土司》，第 7982页。
〔明〕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下册，中华书局 1959年版，第 926页。
黄云眉: 《明史考证》第 8册，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 2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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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韩胡宣慰司等一并成为羁縻统治的对象，遂归为“羁縻”土官，与陕、川都司卫所辖治土官有异。
为什么《明史》将四川都司卫所辖治土官列入土司列传，却没有专列陕西土司列传呢? 明代

后期史书的确有将四川辖治的西番土官称为土司的记载。《明实录》载万历年间户部给事中李
廷谟奏言:“全蜀土司错置森列，若播州、酉阳、天全诸种，号称忠勇。”①万历间曾任四川左布政使
的程正谊称:“愚观全蜀形胜，西南北三面土司环列，种类繁多。”②但是明代文献从未将陕西都
司、陕西行都司卫所辖治的土官称为土司。会典、志书等明代史书也没有以“土官”名目单独列
出陕西都司卫所辖治土官的名录，只将之附记于所在都司卫所之后。因而在明人眼中，陕、川都
司卫所辖治的土官应存在差异，透露出对明代西北、西南土官的认知。
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质疑将明代西北土官视作土司的观点，认为这是土司研究泛化的表

现。③ 陈文俊对于西北土官身份的讨论最为深入，指出明代西北土官绝非土司，而是纳入军卫体
制中的卫所武官。西北故元官吏和土著势力明初归附后，接受明朝正式军政编制，进入都司卫所
系统，获得军户身份。这与归属宣慰、宣抚系统或府州县系统的西南土官有显著区别。土官身
份、来源以及明初控制力度的不同造成西南、西北土官隶属分化。“土司”称谓的出现与嘉靖以
降西南土官在内外战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关。④ 陈氏的研究提供了审视明代土官群体
的新视角，尤其是土官与卫所之间的内在关系。明代卫所实行“军皆世籍”“役皆永充”的世袭军
户制度。明初陕西都司、陕西行都司卫所的相当一部分土官军户来源于当地身份驳杂的归附
军。⑤ 乾隆《西宁府新志》载:“按宁郡诸土司计十六家，皆自前明洪武时授以世职，安置于西、碾
二属……内惟土司陈子明系南人，元淮南右丞归附。余俱系蒙古暨西域缠头，或以元时旧职投
诚，或率领所部归命。”⑥明代陕西都司、陕西行都司卫所辖治的土官均是指挥使至所镇抚品阶不
等的武官世职。西北河、洮、岷等地卫所在毗邻今安多牧区的外缘沿边区域设置。明代前期又在
西宁以及河、洮、岷等卫所近边地带选择“其诸豪有力者，或指挥、千户、百户，各授有差”⑦，不设
流官，设置管束本部落属民的“番簇”土官。如明初西宁卫“虽临番簇，终是所辖，又有土官管属，
纳马当差”⑧。“簇”对应藏语“tsho”，即“tsho wa”或“tsho khag”，意为“部落”。番簇土官大多属
靠近卫所的牧区各部落首领，文献中多称“某某簇”土官+百户、千户、指挥佥事等卫所职衔，受流
官性质的卫指挥使司统辖。番簇土官任职于数量众多的土千户所或土百户所，是明代西北“土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明神宗实录》卷一八九“万历十五年八月丙寅”条，《明实录》第 69册，第 3546页。
〔明〕程正谊著，程朱昌、程育全编: 《程正谊集》卷九《说·四川土司总图说》，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版，第 238页。
崔永红: 《论青海土官、土司制度的历史变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 4期; 罗中、周维庆: 《共识缺失: 土司
研究泛化的成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2 期; 武沐、张锋峰: 《再释“土司”一词的演
变》，《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 2期。
陈文俊: 《军卫体制下陕西行都司土官身份考察》，《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2 期; 陈文俊:
《明代西北土官非土司考释———从“土司”一词的产生分析》，《民族史研究》2012年第 11辑。
明代卫所军户来源主要有从征、归附、谪发、垛集、抽籍等类型，归附军为“元之故兵与诸僭伪者之兵也，举部来归，有
仍其伍号者”，是明代军户来源的主要方式之一。参见〔明〕章潢: 《图书编》卷一一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
278册，第 554页; 张金奎: 《明代军户来源简论》，《明史研究》2007年第 10辑; 陈文石: 《明代卫所的军》，《历史语言
研究所集刊》1977年第 48本第 2分; 于志嘉: 《明代军户世袭制度》，台北学生书局 1987年版，第 1—45页。
〔清〕杨应琚撰，崔永红校注: 《西宁府新志》上册，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第 429—430页。
〔明〕郑洛: 《收复番族疏》，陈子龙等编: 《明经世文编》卷四〇四，中华书局 1962年版，第 4377页。
《明宣宗实录》卷九五“宣德七年九月戊午”条，《明实录》第 12册，第 2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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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治”边政管理体制下的基层武职土官。① 西北归附军迅速建立起新兴王朝与当地旧有政治势
力的合作。明初大量接纳西北旧有政治势力既沿用了卫所创设时期以归附军为基础的传统惯
例，效仿元代“参用土人”之策，也有以卫所屯军防范西番、切断蒙藏联系的政治考虑。
陕西“于天下为雄藩，临戎控虏”②，是明初经略西番，控制河西走廊，实现“隔绝羌戎”战略部

署的依托之地。洪武三年( 1370) 进克河州后，明朝以此为基地，倚重归附土官控驭地方、招谕西
番部众。河州卫指挥同知何锁南普、河州卫镇抚韩加麻里、西宁卫土官朵尔只失结等在招抚西番
各部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洪武五年( 1372) 岭北之役受挫后，明军被迫转守势与蒙古势力
对峙于西北。为断绝西番与蒙古南北沟通，明朝逐步以卫所系统强化对河、洮、岷等地的军事控
制力度。随着明初在西番建政立制的完成和稳固，以西宁卫为代表的军镇卫所出现“汉土合流”
的趋势。卫所驻军规模扩充，迁入外来武官、军士群体，最终形成土、汉参治的军卫结构。③ 因
此，经略河、洮、岷等的西番区域成为明初考虑蒙古因素，构筑北方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一环。从
东北到西北，都司卫所系统与传统羁縻治边政策相结合成为北方边疆地区的基本管理机制，乃至

被引入乌思藏、朵甘等地。明制规定，都司卫所系统“自卫指挥以下其官多世袭，其军士亦父子相
继，为一代定制”④。西北不同族群身份的土官群体，特别是一些地方世袭首领如河州卫何氏土
官、洮州卫杨氏土官等，以世职身份在卫所体系中获得安身立命的政治位置。这是陕西都司、陕
西行都司卫所辖治的西番土官形成的特定历史背景。明代都司卫所系统的开放性使得河、洮、
岷、西宁等地归附土官转变为具有卫所编制的特定职官群体。
四川都司卫所辖治的西番土官大抵分为川西北、黎雅一线和四川行都指挥使司三个板块。由

于沿边卫所基本在主干道设置，土官分布亦大致循此规律。松茂道串联起川西北的卫所、土官分布
区域，黎雅一带的天全六番招讨司等地处川藏道要冲。其中，川西北是明代四川边防重心所在，也
是设立西番土官最为密集的区域。川西北区域北抵洮、岷，南接成都平原，为“全蜀之蔽”，“国初于
群番之中，取古松州而城之，置兵设卫……松城内外，地皆熟番，为我服役，故有八郎等四安抚之设，
有北定等十七长官之司。其南路至叠溪千户所，又有郁郎等二长官司之属。再南至茂州卫，又有静
州等三长官司之隶。其东路至小河千户所，再东至龙州，则近至白马路长官司，而皆受我约束，为我
藩篱者也”⑤。明代川西北卫所防务区域分为松潘、威茂、安绵。洪武十年至十五年间( 1377—
1382) 威茂一带故元土酋董贴里、孟道贵、杨者七等先后为乱，明廷遣御史大夫丁玉率军征讨，随
后建立起威茂至松潘一线的卫所体系，以卫所辖治沿线土官。元代在川西北控制力度相对薄弱，
《寰宇通志》记载松潘“宋元皆为诸羌所据”⑥; 明初遂在松潘番簇设十七簇长官司，但没有将之纳
入卫所系统的职官序列。加之川西北属于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两山夹河，仅通一线之路。卫所
据守通衢要地，沿峡谷河道呈蛇形分布，多在不符合西番聚居环境要求的河谷地带。土官寨落大
多分布于卫所关堡所在的高半山处或邻近的沟谷之内，“碉寨星列，悉据山巅，每十余里方设关堡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武沐: 《明代“土流参治”再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 1期。
〔明〕刘珝: 《镇戎千户所记》，陈子龙等编: 《明经世文编》卷五一，中华书局 1962年版，第 395页。
蔡亚龙: 《“汉”“土”合流: 明初西宁卫建立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4 期; 胡箫白:
《明洪武前期河岷洮地区的地缘功能调整与地方秩序变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 3期。
《明史》卷七六《职官五》，第 1875页。
〔明〕胡世宁: 《急处重边以安全疏》，《胡端敏奏议》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 187册，第 594页。
〔明〕陈循、彭时等纂修: 《寰宇通志》卷七〇，郑振铎辑: 《玄览堂丛书续集》第 64册，194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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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皆在其巢穴之下”①，距交通干道较远。卫所与土官所在区域呈现垂直错落分布状态。为
镇服土著势力，明初采取卫所军户与“羌番”隔离分居的策略，如在茂州“尽徙羌民居于城
外”②。故而明代川西北卫所军户主要来自从征和垛集，基本没有收编当地土著。松州卫以宁州
卫指挥高显等率三千军卒，“城其地，请立军卫。至是降印设官，领军镇守”③。威茂等地“国初设
立茂威叠等卫所，以腹里郡县之民抽充为军”④。与陕西有别，明初对于四川辖治的“西番”大多
保留了归顺的故元土官势力，将之直接纳入特定的宣慰、宣抚、安抚、招讨、长官司等武职土官
序列。
明代四川统辖的西番土官系统隶属关系大抵分三大类: 一是都司直辖，即都司→土官，如天

全六番招讨司; 二是卫所辖治，即都司 /行都司→军民指挥使司 /卫→土官，如四川都司治下松潘
军民指挥使司辖治的十七簇长官司、四川行都司治下盐井卫辖治的马剌长官司⑤，或都司→守御
千户所→土官，如叠溪守御千户所管辖的叠溪、郁即二长官⑥; 三是布政司直属，即布政司→土
官，如龙州宣抚司⑦。
四川都司卫所与西番土官的隶属关系也反映在史书上。《明史·四川土司》起首名目将松

潘卫、茂州卫、建昌卫等与天全六番招讨司、黎州安抚司等并列。卫所条目下则依时间顺序合叙
或分叙土官史事。
陕、川都司卫所与西番土官隶属关系的差异应当说是明代西番疆土分治的集中体现，并投射

于明代会典、方志等记载中，潜在影响了《明史》关于西番土司的书写。上述论述表明这种差异
性在明初已基本成形，或指《明史》相关内容主要展现的是明初或明前期的认知。到明中后期，
特别是正德以降明代西番疆土分治局面逐步被打破。时人认知中的“土司”扩展到“羁縻”土官
范围。16世纪初，蒙古势力突破明初所设“隔绝羌戎”的边防体系，南下青海，游走于陕、川交界
区域。面对蒙古南下的压力，久已废弛的川西北军防体系开始大规模整饬、调整⑧，一项重要举
措便是强化军防力量，以弥补卫所军户、轮戍班军等积年弊病造成的军防空缺。除转向兵源多元
的募兵制等措施外，土官的军事力量被充分调动。征调各处土官认守地方，推行认守戍边之制。
嘉靖年间威茂兵备副使郭应聘曾详述土官认守戍边情形:

责有力之酋长以认守之……上南路有打喇寨土舍折木加，下南路有加渴瓦寺土舍贾思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明〕郭应聘: 《郭襄靖公遗集》卷一一《备兵威茂边防议》，《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 134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
版，第 246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六“洪武十五年六月癸未”条，《明实录》第 4册，第 2285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四“洪武十二年四月丙寅”条，《明实录》第 3册，第 1993页。
〔明〕郭应聘: 《威茂边防纪实》下卷《军兵九》，《巴蜀珍稀民族文献汇刊》，巴蜀书社 2020年版，第 48页。
彭勇: 《卫所制度与边疆社会: 明代四川行都司的官员群体及其社会生活》，《文史哲》2016年第 6期。
需要说明的是，明代西南地区同样存在着具有卫所编制身份的土官群体，《明实录》称“四川盐井卫土官马剌非”; 参
见《明宣宗实录》卷五九“宣德四年十月丁亥”条，《明实录》第 11册，第 1405页。《明史·四川土司》记载四川行都司
盐井卫治下的打冲河守御中左千户所由土千户马剌非管领，将之归入“土司”之列。相关研究另参见刘灵坪: 《“汉”
“土”之分: 明代云南的卫所土军———以大理诸卫为中心》，《历史地理》第 2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 崔晓莉、
颜丙震: 《明代贵州都司司卫所中的“土流并治”》，《安顺学院学报》2022年第 6期。此类土官是否与西北军卫体制
下的土官身份相同，有待进一步讨论。
《明史·四川土司》起首名目中并没有单列龙州宣抚司，而是将之载于松潘卫。这或许与嘉靖四十五年龙州宣抚司被
改流，设立龙安府有关。
胡箫白: 《明代中后期川西北地区的军防系统与军事改革》，《民族研究》2022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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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食粮认守……孟董、梭城、梁黄等寨，则责之杂谷安抚司钤束之，认守保县镇夷、新安、乾
溪、古城、通化一带地方。①

土官认守戍边制度趋于规范化、制度化，与定期朝贡相联系，增进了明廷与戍边土官群体的
政治关系及其掌控。这极大影响了明后期时人对川西北乃至朵甘地区土官群体的认知，越来越
多地区开始将之称作“土司”，模糊了其与“内属”土官的区别。万历《全蜀边域考·四川羌夷土
司总图说》称，“汶川而南为杂谷、金川、韩胡、董卜、长宁诸土司”②。绘制的《土司总图》又列入
董卜宣慰司( 即董卜韩胡宣慰司) 、长河西宣慰司( 即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 、杂谷安抚司、别思
寨安抚司、朵甘宣抚司、直管招讨司等。《明实录》直接将杂谷安抚司称作土司，这与杂谷作为戍
边土官的政治抉择、角色和表现不无关系。③ 尽管明后期“土司”一词的使用缺乏严格规范，但� 7.0817.0817.0817.0817.0810817.081081768�61 0 9.703505 0 -8.733154 Tm�42.261463 56.4509560 Tr�9.703505 0 0 9.703505 0 -8.733154 Tm�16.05146 514 T8  TD�03154 �57.081454.960951 TD�(&) Tj�/F0 1 Tf�0 Tr�9.703505 0 0 9.703587 53.473154 Tm] TJ�/BZ1-0 1 Tf�0 Tr�9.703505 0 0 9.703505 0 -8.247979 Tm960 0 9.7033.47314146 TD�(%) Tj�/F0 1 Tf�0 Tr�9.703505 0 0 9.703505 0 -8.733154 Tm�17.591461 56.410956 TD3.473154 Tm]实氖褂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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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s manage the local people and transform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frontier
guards． The evolution of the military-civilian government system in Ming Dynasty was shaped by various
stakeholders，including the frontier guards，the Bingbei Dao ( regional military command) ，and the chieftain．
These factors contributed to the maintenance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order in southwestern China and ultimately
contributed to the creation of a new politico-geographical pattern．

Keyword: Ming Dynasty; military-civilian government; garrison; chieftain; territory management

Writing of Chieftain in Ming Shi and Tuguan System under Xifan Territory Division in
Ming Dynasty Zou Libo ( 42 )………………………………………………………………

( Center for T ibetan Studies of 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China)
Abstract: Ming Shi for the first time included biographies of chieftains in the official history，but selectively

classified some of Xifan ( 西番) Tuguan ( 土官) as chieftains in Ming Dynasty． When compilers such as Wan
Sitong ( 万斯同) and Wang Hongxu ( 王鸿绪) revised manuscript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they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historical records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on Xifan territorial affiliation． These
records were direct reflection of the inheritance and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Yuan Dynasty du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Xifan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Jimi Tuguan were excluded from the
ranks of chieftains by the compilers．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local political practice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Xifan Tuguan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Dusiwei ( 都司卫) in Shaanxi and Sichuan were included in different
military and political management systems，which became the deep-seated reason for defining Xifan chieftains in
officially compiled historical books of early Qing Dynasty． By the late Ming，the territorial governance of Xifan
gradually broke dow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eftains and their territories as recognized by the
contemporaries accordingly changed． The generation process of the chieftain conception complements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al history． Investigation on the use of historical concepts needs to be more attentive on the context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the process of local political practice in different regions．

Keywords: Ming Shi; chieftain; Tuguan; Xifan; territory division

The Formation and Composition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n the West Part of Jilin
Province in Qing Dynasty Xie Changlong ( 53 )……………………………………………
( Institute of Q ing History，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namely Fu，Ting，Zhou and Xian，were established in the west part of
Jilin mainly after 1906，based on domestic political reformations on the system of eight-banner garrisons． Large
amount of newly established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within the short time led to the unusual equivalence between
Fu-level and Xian-level divisions． As a result，the boundaries betwee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remained the same
as margin zones between regions of eight-banners garrisons before 1907，most of which were referring to
mountains or rivers． After that，delimitation and alternation moved boundaries away from existing frontiers． As to
provincial boundaries in the western part of Jilin，their continuous changes were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lands near the boundary，and changes of the land ownership afterwards． By the third year of reign of Xuantong，
boundaries betwee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n the western part of Jilin were mainly natural boundaries，
complemented with a minority group of man-made objects． However，among the boundaries inside Jilin


